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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的治理
———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贺雪峰　刘　锐

[ 摘　要] 　文章通过对贵州湄潭农村的调查 ,发现熟人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拟亲化 , 即在熟人社

会存在广泛的人情 ,人情的功能之一是界定熟人社会中的自己人 , 一旦成为熟人社会的自己人 , 则相互

之间就要给面子 ,就要讲人情 , 讲感情。在新中国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时 , 村组干部不仅凭借自己人

来维持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 ,而且借此来完成国家任务。村组干部甚至主动通过扩大人情往来 ,将更多

村民纳入自己人的范围 ,由此获得通过自己人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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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情

调查时 ,因为临近春节 ,聚合村“做事务”的家庭极多 ,村民常常要一天送 4 ～ 5个人情 。所谓

“做事务” ,就是整酒办事 。婚丧嫁娶是一定要办事的 ,此外 ,诸如新房落成 、老人做寿 、小孩出生 、考

学参军 ,等等 ,都要“做事务” 。聚合村“做事务”的规模也很大 ,刚开始听村支书说 ,他儿子结婚办了

160桌酒席 ,大吃一惊 ,以为书记交接广泛 ,才有如此大的酒席规模 。后来知道 ,聚合村一个普通村

民“做事务”的规模也在 100桌 。村民说 ,前几年农村做事务的好象没有这么多 ,这几年经济条件变

好了 ,做事务“整酒”的也多了。尤其是新房落成 ,有人前一年建成第一层后做事务整了酒 ,现在修

建第二层再整一次酒 。过去做寿 ,一般是高龄人才做寿 ,现在做寿年龄越来越小 。看来 ,在聚合村 ,

做事务整酒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事实也是如此 ,做个事务整一次酒 ,一般可以收 1万元多一点的人

情 ,花费却不超过 5 000元 ,做事务的人情收入可以有 2/3的节余。正是因为有了节余 ,才有动力

整酒 。

做事务整酒有利可图 ,整酒的名目就越来越多。试想 ,一对夫妻生有 5个子女 ,陆续到了婚嫁

年龄 ,这 5个子女都会婚嫁生育 ,又要分别建房 ,这样一来 ,这个多子家庭几乎是年年有事务要做 ,

亲友邻里因此要年年送人情。另外的家庭则可能父母年龄已高 ,子女尚小 ,虽然每年都送出去大量

人情 ,却已有多年无事可做。由此带来人情的不平衡。

如果人情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数额之内 ,且人们有足够长远的预期 ,则人情就是互惠 ,是亲友之

间因为婚丧大事而提供的经济上的相互支持 。虽然短期内不平衡 ,从长远来看 ,人情则是平衡的 ,

人情是礼尚往来的一部分 。当人们预期不再长远时 ,有些人家总有事务要做 ,年年整酒 ,有些人家

多年没有事务可做 ,因此就产生了严重的失衡 。长期不做事务的人家感到送人情送不起了 ,年年整

酒的人家则有了亏欠感。为了找回平衡 ,一些亲友鼓励那些已经多年未整酒的人家找个整酒的理

由 ,比如本来之前六十大寿少有人做 ,现在也通过给父母做六十大寿来收回部分人情;本来房子只

是改了个门 ,是个小工程 ,亲友也可能来送礼;子女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也当作考上大学整一回

酒;等等。并且 ,这些过去没有的整酒名目 ,是亲友鼓动起来的 ,是为了收回人情(或亲友为了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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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这个整酒所收人情往往比较大 ,甚至远远超出当地常规的送人情的数额 。

一旦新的整酒名目产生 ,就会逐步成为新的常规:一旦第一笔大数额的人情产生 ,就会提高整

个人情往来中送礼的金额 。最近几年 ,聚合村人情越来越多 ,送礼的礼金越来越重。特别亲近的亲

友 ,送礼数额已达千元 ,最高的甚至达到 1万元 ,较为普遍的是 1 000 ～ 2 000元 。比如兄弟姐妹家

做事务整酒 ,兄弟姐妹送人情低于千元就会不好意思;若一对夫妻 ,双方兄弟姐妹众多 ,则每年送人

情的钱可能就要上万元 ,送人情因此成为家庭最大的负担。也因此 ,聚合村有一个说法是:整酒就

是整亲戚 。

显然 ,当村庄社会长远预期松动 ,人们越来越期待在短期内收回自己的人情时 ,人情就不再是

过去的那种以礼尚往来为基础 ,以婚丧大事为条件的互惠。这样的人情也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

久的 。

整酒除了整亲戚以外 ,还会整到近邻团转的村民身上 ,因为参加酒席最多的并不是亲戚 ,而是

近邻 。在聚合村 ,一家整酒 ,本村民组的所有人家都会停伙来帮助 。一个村民组 ,大的有五六十户

近 200人;小的也有二三十户 100多号人;全组都来帮忙。其实也无多少忙可以帮 ,但过去是 ,现在

仍然是 ,一家做事务 ,则全村民组的人都到这一家吃喝。一般婚丧事要办三天 ,这三天大家都过来

吃。这样算下来 ,仅仅本组村民就得安排好几十桌 。

过来帮忙的近邻也会上人情 ,只是近邻上的人情远低于亲戚 。在聚合村 ,目前近邻上的人情 ,

多的是 20元 ,少的是 10元。可以想见 ,全家停伙到做事务人家吃饭 ,且一吃就是 2 ～ 3天 ,即使送

了 20元人情 ,这个人情钱也是不够自己吃掉的酒菜钱 。做事务整酒的人家也不可能将酒席办得太

好 ,太奢侈 ,不然就亏得太大。从聚合村目前所办酒席的情况来看 ,连酒带烟 ,每桌酒席最好也不超

过 50元/桌 ,主要是一个火锅 ,再加三个热菜和若干凉菜。酒席远谈不上丰盛 ,但可以吃饱饭 。聚

合村酒席简直可以称为“简陋” ,与我们在北方 ,如山西调查时见到的酒席的简陋程度有得一比 。

正是因为酒席的“简陋” ,虽然近邻所送人情很少 ,且吃喝多天 ,但因为亲戚所送人情数额大 ,而

可以有赚 。相比之下 ,某些农村如湖北 、湖南 、江西 、福建 、江浙等地 ,农村所办酒席大都十分丰盛 ,

一桌酒席 ,连酒带烟 ,没有 200元是难以办下来的 。2007年到湖南衡阳农村调查 ,婚丧诸事 ,农户

所收人情一般在 1万多元 ,所办酒席花费也在 1万元以上 ,能做到收支相抵就已相当不错 。

在聚合村 ,参加人情循环的 ,也如全国农村 ,主要包括三种人 ,一是亲戚 ,二是近邻 ,三是朋友 。

近邻主要是同一个寨子的村民 ,在人民公社时期是同一个生产队 ,在分田到户后是同一个村民组 。

取消农业税后 ,湄潭县推行合村并组 ,新的村民组的规模很大 ,已经超出近邻的范围 。聚合村的近

邻 ,并非一定是同姓同宗 ,而是所有同一个村民组的人都有密集人情往来。朋友主要是超出近邻又

不是亲戚的存在人情往来的熟人 ,如同学 、同行 、同趣群体。聚合村的朋友 ,尤其是本村熟人 ,一次

有了人情往来 ,就次次有了人情往来。朋友与近邻的最大不同是 ,近邻不仅要送人情 ,而且要帮忙 ,

近邻也是全家停伙而到做事务人家吃饭;而亲戚朋友则是最多只吃两顿饭就走 。

调查期间聚合村正杀年猪 。除了做事务 ,当地习惯 ,杀了年猪应请近邻吃“泡汤肉” 。聚合村杀

年猪的习惯可谓久远 ,且年猪之肥大也颇惊人 。现在一般年猪都在 150千克左右 ,最肥的有达到

250千克的 ,快有一头牛那么大了 。一般情况下 ,杀年猪后 ,农户都会请近邻团转的村民去吃“泡汤

肉” ,且一吃就是两天 。吃“泡汤肉”的近邻范围 ,可能仍然是原村民组的范围 ,也可能略小 ,一般来

的人也在几十人 ,要办 10多桌 。吃“泡汤肉”也主要是吃肉 ,就是用火锅将新鲜猪肉 、猪血炖好 ,加

上调料 、白菜 ,再喝点烧酒 。来吃“泡汤肉”的人虽然多 ,开支其实不大 。村中有些十分贫困的户 ,如

五保户或有残疾的人 ,则每家在吃“泡汤肉”时都会叫上他们 ,虽然这些贫困户自己杀不起猪 ,也不

可能反过来请近邻吃“泡汤肉” 。

聚合村好客 。调查期间 ,到了吃饭时间 ,无论走到哪一户 ,都会招呼我们吃饭 ,有时实在留得热

情 ,也只好在并不熟悉的农户家里吃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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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熟人社会

聚合村当然不是现在才有人情往来 ,现在才做事务和整酒 ,也不是现在才吃“泡汤肉” ,而是有

传统的。不仅是聚合村 ,也不只是贵州省 ,而是全国农村都有着以自然村 、生产队或村民组为基础

单位的人情往来 ,有着在生产和生活上的相互合作的传统。这种人情上的往来 ,生产生活上的互助

合作 ,就形成了结构性的力量 。这种结构性的力量 ,可以称为户族 、门子 、小亲族 、宗族 、自然村 、生

产队 、村民组或近邻团转等。

这个结构性力量的出现及其持续存在 ,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功能 ,这些功能大体可以归纳为三

个方面 ,一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共同事务;二是为特定农户提供应急帮忙 ,尤其是通过互惠来

提供婚丧大事所急需的经济和劳力支持;三是形成了一个基础的感情寄托 。

而这个结构性力量又正是通过发挥以上功能来得以维持的。这个过程中 ,人情往来起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在乡村社中 ,有三种类型的人情往来 ,一是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 ,这是建立在严格的血缘关系

基础的人情往来;二是近邻团转的人情往来 ,这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人情往来 ,俗话说的远

亲不如近邻 ,就是这个意思;三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 ,这是建立在业缘或趣缘基础上的人情往来 。

无论哪种人情往来 ,只要相互之间往来 ,就会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关系 ,你来我往 ,但并非瞬间结清关

系 ,而是因事而来 ,因事再往 ,相互之间有着长久的预期 ,有着基于事务及基于信任和感情的互动。

一旦相互信任 ,有了长远预期 ,人情来往双方的心理机制上就有了将对方纳入到自己人中的考

虑 ,就有了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的角度。从而 ,人情往来的群体就形成了自己人的认同 ,或强化

了自己人的认同 ,或维持了自己人的认同 ,或再生产了自己人的认同———以上用形成 、强化 、维持 、

再生产等不同词汇 ,是希望说明人情往来与自己人认同之间的复杂多面的关系 。

一旦形成了自己人的认同 ,则在这个自己人的圈子内 ,就不再应该完全按规则 、契约 、法律或利

益来行事 ,而应按照人情 、面子的逻辑来行动 。在这个自己人的认同中 ,人们既以他人的存在为自

己存在的前提 ,正是他人的评价和认可构成了自己生命中的终极意义(荣归故里 ,光宗耀祖 ,体面 ,

有尊严等),又以与熟人社会中的他人的相互竞争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

要注意的是 ,熟人社会与自己人认同圈还是有所不同。自己人认同圈 ,是由存在人情往来的人

群所构成的认同圈子 ,这个圈子有两个特点:一是圈子内的人是自己人 ,圈子外的人非自己人 ,圈内

圈外有个界限;二是这个自己人的圈子在处理内部关系时 ,所遵循的原则(人情 、面子 、利他的考虑)

并非只是这个圈子所承认和使用 ,而是一个大大超出这个自己人圈子的地方性共识 。

享受同样的地方性共识 ,并且相互熟悉的人群 ,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在一个熟人社会下面 ,可

能会有若干个相互竞争的自己人圈子 ,这些相互竞争的圈子之间也有交集 ,并非绝然分开 。这样 ,

在一个熟人社会内部 ,就有了双重的影响乃至决定人们行动的依据:一是依据是否自己人 ,来考虑

是否站在对方立场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二是要按熟人社会共同的规则行事 ,尤其是要按人情 、面子

规则行事 。

熟人社会中 ,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都要面对两种不同的人群划分 ,一是自己人 ,一是自己人以

外的熟人 。这个并非自己人的熟人 ,可以称为外人 ,是不同于陌生人的外人 ,因为这个外人与自己

人都是熟人社会的成员 ,都共享熟人社会的规范 。在这样一种熟人社会的语境下面 ,通过人情往

来 ,可以将熟人社会中的外人纳入到自己人中 ,并按照自己人的规则来行事 。在自己人的群体中 ,

一个人若不按对待自己人的规则行事 ,这个人就会被村民评价为一个“不认人”的人。“不认人”是

极重要的缺点 ,在农村的语境下 ,基本上相当于没脑子加没良心 ,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 ,不值得交

往 ,不值得同情 ,是农村的另类 。

显然 ,一个人的自己人越多 ,他在熟人社会中的位置就越重要 ,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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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自己人的构造有三种方式 ,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戚 ,二是以地缘为基础的近邻 ,三是以业缘

和趣缘为基础的朋友 。无论哪种关系 ,都要通过人情往来将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更重要的是 ,通

过人情往来 ,一个人不仅可以维持住既有的自己人圈子 ,而且可以扩大自己人的圈子 。一个有钱的

或有能力的人 ,可以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扩大自己人的圈子 ,从而再生产出自己在熟人社会中的地位

与权威。通过人情往来生产自己人 ,并因此生产出权威 ,对于理解熟人社会中的治理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三 、通过自己人的治理

聚合村支书黄书记的儿子结婚办了 160桌酒席 ,规模巨大。不过 ,黄支书平常时候送人情也很

多 ,不仅本村民组的村民做事务要送人情 ,而且全村重要人物做重要的事务都要送人情 。黄支书

说 ,平常在村里工作 ,走到哪一家 ,村民都是热情招呼 ,有时甚至会在村民家吃饭 ,若到了村民做事

务的时候不送人情 ,就不好意思 ,见面也会很尴尬。聚合村村主任姓刘 ,是 2007 年刚当选的新干

部 ,之前长期在村办小学当老师 。刘主任说 ,他当上村干部以后 ,人情圈立即扩大 ,村干部 、组长和

主要群众做事务 ,就必须去送人情 ,不然工作就不好做。而村民做事务 ,村干部送了 10元或 20元

人情 ,村民也会觉得有面子 ,今后再找村民办事 ,村民就会支持配合。

黄支书和刘主任讲的送人情的道理 ,虽然角度不同 ,对于村庄治理来说却是极其重要 ,这个重

要的核心是将熟人社会中的外人转变为自己人 ,这种转变包括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层次 ,是扩大基本的人情圈 ,参加村庄里的几乎所有人家的重要人情往来。一旦参加

人情往来 ,就将熟人社会中的外人变成了自己人 ,一旦是自己人 ,村民及村干部做事情 ,就必须“认

人” ,必须按照自己人的逻辑行事。当然 ,相对来讲 ,村干部有双重身份 ,他不仅是村庄自己人的一

员 ,还担负着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的末梢 ,必须替上级完成任务 。因此 ,村干部的行事原则 ,可以略

略超出村庄自己人的行事逻辑 ,而以“公”的身份出现。这种“公”的身份 ,因为不是村干部为了个人

利益来破坏自己人的交往规则 ,村民就应当可以理解 , “那是因为政策”(村民语),是没有办法的事

情 ,所以村民不应该仇恨和不满。一个村干部越是与村民之间有着密集热烈的互动 ,他就越是可以

通过自己人的办法来将自己人的事情处理好 ,即将自上而下的任务完成好。这是“感情”加“人情”

所产生的力量。这是“礼治”而非“横暴”的政治。

第二个层次是与村庄中有影响的村民的人情往来 。村庄中有影响的村民 ,如大社员之类 ,他们

在村民中具有号召力 ,也往往比较关心村里的事务 ,他们也是村庄事务中的顶牛者。村干部若可以

与这些大社员建立“自己人”的认同 ,这些大社员至少就不好意思再反对村干部 ,他们至少可以造出

对村干部有利的舆论 。在村组出现治理困境时 ,大社员振臂一呼 ,事情往往就得到解决。村民小组

会和村民代表会上常常可以看到大社员与村干部之间的这种默契的互动。

村干部与大社员之间的人情往来要远比与一般村民的交往深 ,几达朋友层次 ,可以推心置腹 ,

常在一起喝酒。不仅是大社员个人接纳村干部 ,而且村干部与大社员的一家都有密切交往 。村干

部常常主动地站在大社员的角度 ,为其个人事业 、家庭计划 ,以及各种人生难题提供建议 。

因为农村党员较少 ,党员不仅一般出身精英 ,而且具有推选村干部的较大权利。村干部因此往

往会主动帮党员排忧解难 ,从而让党员将自己接纳为“自己人” 。有时候 ,因为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

身份来占大社员一样的便宜 ,使村民感到“党员不像党员” 。这个村民觉得所像的党员 ,是一心为

公 ,具有标准形象的党员 。

第三个层次则是村干部之间及村干部与组长的关系 。聚合村前任村支书王书记说 ,当书记最

重要的一条是选好村民组长 ,且组长要由村民小组开会推选 ,而不是村干部指派 。但一旦组长选出

来 ,村干部就必须充分尊重和支持组长 ,搞好与组长的关系 ,调动组长的积极性 。而最重要的 ,则是

村支书要参与组长的人情圈 ,将组长纳入自己人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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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村支书 ,一定要有足够的能力调动其他村干部和组长为共同事业 、为搞好工作 ,而

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若村干部班子内部不团结 ,分成几派 ,则村组治理就会较为困难。这个时候 ,

各方不是按能否办成事情及是否适合当地实际 ,而是按可以借用的法律制度来相互攻击 ,或者就是

得过且过 、不负责任 。若村支书与组长及其他村干部能搞好关系(玩活了),则支书就有了较大的人

格魅力。因为与村支书的个人关系 ,即使觉得当组长不划算 ,不愿再当组长 ,他们也会碍于“书记待

我不薄”而不好意思不当 。

因此 ,在乡村社会基层的治理中 ,就存在着一个通过自己人的治理的机制 ,这种通过自己人的

治理 ,大体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村民组层次 ,这个层次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一级 ,是一个熟

人社会 ,是一个人情单位 ,甚至如聚合村一样 ,是一个“做事务”的相互帮忙的单位 。在这个熟人社

会 ,所有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相互极为熟悉与亲密 ,年年都有相互走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拟亲

化 ,即无论是否同姓同宗都按一个确定的辈份相互称呼 。因此 ,村民组这个熟人社会的层次 ,不仅

信息透明 ,而且规则是按自己人来设置 ,是讲情讲理而非讲利讲力的单位。在这个熟人社会中 ,村

民推选出来的组长按照处理家庭事务的规则来处理村民组的各项事务 ,以对自己人的方式来完成

有时颇为难办的上级安排下来的任务。二是村委会层次 ,因为村庄规模一般较大 ,一个人很难参与

这么大规模的人情往来 ,因此 ,虽然村委会也是熟人社会 ,但这是不同于自己人特征明显的村民组

一级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层次 , “利”与“力”的因素就可能起到作用 。外部规则比如法律规定 、政策

安排也有了发挥作用的地方。

虽然在村委会一级 ,一般村民之间不可能全都有人情往来 ,但村干部却需要通过人情往来来获

得村民的自己人认同 ,尤其是每个村民组的大社员 、精英 、有影响和实力的人物 ,村干部一定要通过

各种方式与其建立交往 ,并因此将其纳入到自己人的认同中 。而一旦村庄中的精英对村干部(这个

潜在的挑战者)有了自己人的认同 ,村庄的各项事务就容易办理 。因此 ,村级治理中 ,通过扩大人情

往来 ,通过在一起喝酒畅谈 ,甚至通过在一起打麻将 ,而将村庄中的精英分子纳入到自己人的认同

中 ,并因此有效治理村庄 ,是一种常规的技术 。

村庄中的人情往来单位不能太小 ,太小办不起事情 。太小的人情单位 ,只能划较少的人为自己

人 ,自己人少 ,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互助就提供不了。但这个单位又不能太大 ,太大了不仅时间 、精

力和经济难以承受 ,而且内聚力会降低 。办事情人多 ,效率降低 ,事情也难办好 。这就是陕西关中

出现户族 ,华北出现门子 ,而湖北 、贵州等地村民组变得尤其重要的原因。

熟人社会有相对稳定的结构与规模 。首先是一个以自己人为主 ,拟亲化特点明显 ,具有密切的

人情往来的熟人社会内部的治理;其次是村干部利用熟人社会进行的治理。这两层治理共同构造

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秩序。在传统时代 ,这种治理也有一个双重结构 ,即以乡绅为主的自治 ,和

以保甲为辅的税赋管理体系。乡绅一方面与国家大传统相联 ,一方面又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 ,是

地方性共识的承担者 。在传统社会 ,因为社会相对稳定 ,国家对社会的塑造和缓 ,传统社会内生秩

序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 ,乡绅为主的治理就相对有效 。

近代以来 ,国家对农村的提取快速增加 ,且外生的现代性因素快速向农村渗透 ,构成传统社会

秩序的大部分力量瓦解。这个过程中 ,农村社会内部的熟人社会 ,及通过自己人的治理逻辑 ,仍然

保留下来 ,且正是通过这个熟人社会的自己人治理 ,现代性快速进入乡村。典型的是人民公社时期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生产队 ,社队干部既是熟人社会的一员 ,又是外部现代性伸入到村庄的结

构性力量 。甚至到了当前的中国 ,村组干部仍然是利用自己人治理的逻辑充当国家与农民的中介 ,

并托起了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构架 。

四 、熟人社会的治理

以上讲通过自己人的治理 ,是讲熟人社会治理与互动的规则 。除了规则以外 ,从信息方面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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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 ,每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聚合村前支书用语),大家都相

互了解。内部信息的透明度极高 ,村庄社会实行内部人管理 ,比如生产队长和村民组长都是非脱产

干部 ,这样的管理成本就很低 ,管理效率就十分地高。

熟人社会的治理 ,除了信息透明度高以外 ,还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以情动人 。村民之间及村

组干部解决村里的矛盾 ,往往会以情动人 ,所谓“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二是充分采用举例说明的

办法 。举例说明 ,是以村民都知道的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来说服教育村民 ,所谓比长比短。这是一种

通过形象思维而非逻辑推理 ,通过讲理调动感情而不是通过讲法律规则调动程序正义 ,甚至不是通

过讲理 ,即不是通过讲逻辑和程序的道理 ,而是讲实质正义来打动人 ,同时来调动熟人社会的其他

人的方法。因为充满感情 ,举例又很生动 ,就可以让所有人的“感情起变化” ,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熟

人社会的矛盾。

因为村民组这样的熟人社会内部极为熟悉 ,其内部的信息交换成本极低。生活在这个熟人社

会中的组长或村民代表几乎是不花费专门的时间与精力 ,就可以将这个熟人社会的各方面信息搜

集上来 ,又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各种信息低成本地传递下去 。而一旦超出村民组这样的熟人社会

的范围 ,信息搜集成本和传递成本都会急剧上升 。同时 ,管理方式也发生质变 ,由之前的自己人的

内部管理 ,人情 、面子基础上的管理 ,以打比方讲道理(这个道理不是法律而是地方性共识)为基础

的管理 ,变成了带有科层特点 ,以利益为基础的管理 ,及以正式制度安排为基础的高成本的管理 。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

村民组这个以密集人情互动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对于农民人生意义的再生产 ,对于农村基础公

共品建设 ,对于乡村治理和国家低成本高效率的基础行政能力的建设 ,都极为重要。因为中国一向

缺少超越性信仰 ,熟人社会对农民人生意义的塑造极为重要 。同时 ,村民组这个熟人社会也是国家

渗透进入农村的基本抓手 ,是农民人生意义建设的核心 ,是农民人生意义的归属 ,是建设国家基础

性权力的基本条件 、基本方面和基本着手处。

在以密集人情交往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村民组 ,村民组的治理成本较低 ,村民组长几乎不用专

门花费时间来搜集信息就对所有事务了如指掌 ,且在自己人的社会中 ,当组长是一种荣誉性职务 ,

是村民的信任;因此 ,组长的报酬多少不重要 。但若村民组合并超出自己人的范围 ,信息成本骤增 ,

当组长颇费事 ,则村民组长的报酬即使比较高 ,也无人愿干 。聚合村在 2005年并组 ,将以前三到五

个村民组合并为一个村民组 ,之前每个组长一年报酬是 80元 ,还有人愿干 ,现在组长报酬升到 360

元 ,却无人愿干了。

五 、结语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可以稳定 20多年 ,且具有相当效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1962年制定的

《人民公社 60条》确立了“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原则 ,可以说 ,正是“队为基础” ,使人民公社制度

适合了中国当时农村的实际 ,并使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人民公社时期的队 ,就是当前的村民组 ,就是过去的自然村 ,是一个内部具有密集的生产 、生活

互助与人情往来的熟人社会 ,是拟亲化(若同宗的话 ,就是血宗而非拟亲)的自己人社会。正是生产

队 ,向下可以有效率地将农村社会组织起来 ,向上可以与现代性的国家权力对接。可以这样说 ,正

是找到了生产队这个基础性的装置 ,人民公社才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构造 ,中国城市才能有效率地从

农村提取资源 ,中国现代化的飞跃才能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生产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这个巨变是从中国农村基础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结

构等)到农民人生意义的巨变 。在中国仍有九亿农民的背景下 ,必须找到一个有力的基础性的装

置 ,以向下可以组织社会 ,向上可以勾连国家 ,这个基础性的装置就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这个熟人

社会及其内在的二重构造 。按政策语言 ,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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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 ?在哪一层次加强? 中国当前农村基层的村组二级构造为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方向。而取

消农业税后 ,一些地方(如贵州)大规模合村并组 ,一些地方取消村民组长 ,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降

低行政成本 ,但后果是将国家行政力量撤出了熟人社会 。在传统的较少变化的社会 ,也许靠社会内

生力量就可以解决农村社会内部的问题及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在快速变动 ,甚至农民价值

观都在巨变的时代 ,国家行政力量撤出的后果将会极其严重 。

六 、余论

聚合村村干部通过扩大人情圈以建构自己人来进行治理的策略 ,是笔者所称中部地区农村普

遍存在的情况。中部地区往往是村庄历史不是很长 ,传统比较薄弱 ,农民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关于中部农村 、南方农村 、北方农村的区分的讨论》 ,可见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山

东人民出版社 , 2009)。这样的地区 ,因为传统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僵硬的边界 ,农民可以通过实践的

努力来重新建构新的(往往也是不很稳定的)自己人关系。这就为村干部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提高治

理能力提供了可能。相对说来 ,南方宗族性村庄 ,血缘关系作为村庄主导性的关系力量 ,使得村干

部很难通过主动建构自己人的扩大的人情圈来提高治理村庄的能力 。北方小亲族力量占主导地位

的村庄 ,因为小亲族组织在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起作用 ,同样也使村干部很难通过扩大人情圈来

提高治理能力。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差异是 ,北方农村的小亲族组织规模往往比较小 ,一个村庄

往往会有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组织 ,这些相互竞争的小亲族组织边界清晰 ,村庄治理是通过不

同的小亲族组织之间达成妥协而获得共赢 ,或者村庄陷入复杂的派性斗争 。因此 ,在北方农村 ,不

同小亲族及作为代表的村庄精英之间的合纵连横就十分普遍。南方农村的宗族组织规模往往很

大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宗族 ,村干部治理村庄的逻辑往往要服务于宗族内部的逻辑 ,村庄内的合纵

连横没有空间 ,村庄精英相对传统 。

换句话说 ,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提高治理能力的策略 ,更是中部原子化农村地区村干部乐于采用

的策略 。但即使如此 ,目前在聚合村以及其他中部农村出现的脱离互惠和长远预期基础的人情的

泛滥 ,可能导致农村人情的本来意义的丧失 ,并且可能导致农村人情不可持续 。如此一来 ,村干部

通过扩大人情圈来建构自己人从而提高治理村庄能力的策略也就再无凭借可依 。

Governance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 Survey in Juhe Village , Meitan County ,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e Xuefeng　Liu Rui

Abstract　This thesis finds out simulant-intimate ,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survey in the country side in Meitan county , i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 f Governance in acquaintance society.Simulant-intimate means the favo r asso ciation exists in ac-

quaintance society extensivly and one of its functions is to definite people on one' s own side in this socie ty.As a man on

one' s ow n side , we should deal w ith th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 f face , favo r association and feeling.The village cadres uti-

lized favor association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e local area and accomplish the stated tax revenue.I n order to get and en-

larg e their capability to govern the rural society , the village cadres would expand the favor association which can let more

and more villagers become the people on one' s ow n.

Key words　Acquaintance society;Favor association;Governance;Villag ers' autonomy

(责任编辑:常　英)

·117·第 2 期　　　　　　　　　　　　　 　贺雪峰等:熟人社会的治理


